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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鳌头村：
诉讼准备进入最后阶段

对文昌市东阁镇鳌头村人
邢锋来说，每天最重要的除了
工作外，还有整理大量的证据
和翻看海量的法律信息。为了
3年前母亲去世前的嘱咐，邢
锋一直在为针对当年日军罪行
起诉日本政府而积极准备。

邢锋的母亲杨春花是1943
年“鳌头惨案”的幸存者。2011
年，母亲临终前抓住邢锋的手，
嘱咐他一定要为当年冤死和幸
存的同胞讨回公道！

每次见到邢锋，总能感觉
到他身上有永不枯竭的活力
——每天在工作之后，他还会
尽力筹备着为鳌头村屠杀受害
者讨还公道的工作。

“现在诉讼准备的进展非
常顺利，已经有律师事务所愿意
无偿帮助我们，提供法律方面
的支持。同时还有一些企业愿
意提供资金支持，说明这件事
在社会上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关
注。”经过几年准备，筹备终于
进入了最后阶段，邢锋格外兴
奋。他似乎已看到了一丝曙光。

但实际上，邢锋要做的工
作还有很多。“在媒体报道了鳌
头村要为屠杀遇害者讨还公道
后，好多人给我打电话，都是希
望能够联合起来，毕竟人多力量
大，但也增加了工作量。”邢锋
说，根据律师建议，要正式提起
诉讼，要先将当年屠杀事件发生
后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具体量
化。丈量房屋、计算损失、挨家
挨户统计、搜集遇害者名单，工
作量之大，常人难以想象。

“不仅是文昌，万宁、保亭、
陵水等地的日军暴行受害者也
联系到了我，他们殷切地希望
能够为他们呐喊一声，其实作
为受害者的儿子，我最能够体
会他们的心情。”邢锋说，他会
尽量联系更多的人，将资料、证
据做周密统计，然后提交给海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只有先过
了省内这一关，我们才能继续
完成受害者的夙愿。”

而让邢锋越来越有信心
的，还有目前的国际大环境。“日
本政府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
权’法案，在这个时候进行诉讼，
揭露日军在海南的暴行，更有利
于舆论站在我们这一边。”邢锋
说，不论是他还是健在的幸存
者，都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十分
愤慨，就更要把这个官司打到
底。

对于邢锋所做出的努力，
海南文史专家、对于日军侵琼

在日军占领海南的年代，海南各地都曾发生过村民遭日军任意屠杀的惨案。惨痛的记忆，在海南各地的很多村庄依然存留。
侵琼日军在那个年代，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给当年的人们留下了巨大的创伤。
无辜的百姓命丧日军刀枪之下，无数的家庭从此破碎，无数的亲人从此阴阳相隔，无数的幸存者在未来的岁月中背负着沉重的痛苦，存活在往后的岁月中。
时隔几十年后，在海南的很多村庄，活跃着一批不遗余力收集当年日军罪行证据的幸存者及其后人。他们的心愿，是希望让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永远不要忘记这
段最为沉痛的历史。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准备拿起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个公道。

幸存者越来越少，时间就越来越紧迫，必须赶在历史的车轮前给他们一个交代

海南多地村民力图对日诉讼
文\海南日报记者 符王润 刘笑非

中国劳工对日诉讼
自 1995 年 起 ，中

国劳工在日本法院陆
续提起 14 件讼案，要
求日本政府及企业向
幸存者或家属道歉及
赔款，但这些案件全部
以败诉告终。

慰安妇受害者对
日本政府提出诉讼

1992年，山西老人
万爱花成为对日诉讼
的第一位中国“慰安
妇”受害者。此后，20
年间，山西、海南等地
多位受害者起诉日本
政府要求赔偿，但案件
均以败诉结束。

山西大同“万人
坑”56名幸存者状告
日本政府

2002年，在山西省
大同老人李近文发起
成立的“大同矿工起诉
日本侵华罪行联络处”
召集下，大同市五十六
位昔日从“万人坑”中
逃生的老人相继加入
状告日本政府的诉讼
行列。

重庆大轰炸惨
案受害者起诉日本
政府

2012年，重庆渝中
区、九龙坡区、涪陵区
等地重庆大轰炸的受
害者，向日本政府发起
索赔起诉，要求日方就
战争伤害道歉、赔偿。
这 15 名受害者年龄最
大 的 已 经 92 岁 。

（符王润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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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昌东阁镇金牛流坑村，
日军军官下跪的雕像被放在遇害
者墓碑前谢罪。 陈元才 摄

历史有着多年研究的符和积认为，
这对揭发日本战争罪行以及让更多
人了解这段历史，是极其有利的。“无
论诉讼成功与否，一来能够给当年的
受害者以心灵慰藉，再者能够激发
更大的社会关注。”符和积说，随着健
在的亲历者越来越少，有可能一些
历史还未被发现就淹没在长河中，
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也许只是冰山一
角，希望有更多的民间正义之士加入
到这个行列里，发现历史、传承历史。

琼海长仙联村：
曾尝试诉讼却不被重视

“我们村每年三月初一都会到这
里祭拜当年遇难的村民。”站在位于
中原镇燕岭村的“三·一”惨案遇难者
公墓前，80岁的曹靖神情变得黯然。
他理了理今年公祭日时公墓前残留
的香烛，目光扫向了公墓中两个硕大
的墓冢，“这里面埋了七百多人啊。”

1945年4月12日，农历三月
初一，驻扎于此的日军以验“良民
证”的借口将附近长仙联村的村民
诱骗至此，全部杀害并就地掩埋。
同时，另一队日军还在长仙联村实
施“三光”，曹靖就是当年“三·一”
惨案的幸存者。

“我听当年的老人说，鬼子将
大部分的村民们诱骗至他们燕岭
村的驻地，之后将村民们几个捆成
一块，轮流拉到一片空地里残忍杀
害。”当年还年幼的曹靖后来从老
人口中得知当时的情景，“两个日
本兵从早上杀到黄昏。他们让邻
村的村民挖好两个深坑，杀掉的村
民就往坑里丢。到最后，这两个日
本兵也累了，就干脆随便在村民身
上刺几刀，便推进坑去。”根据老人
们的回忆，当时很多村民被推进坑
里的时候还活着，“那时候这坑里
的活着的人哭喊了几天几夜才死
去……”这样惨烈的情景深深刻进
了曹靖的脑海，每次提及此事，泪

水充满了老人的双眼。
“这些年总有个日本人来找我

们，又是拍照又是摄像的。但这么多
年了，日本也没给我们一句道歉的
话。”74岁的欧宗柳身上14处的刀疤，
就是在69年前的那个早上留下的，他
2岁的妹妹死于日本兵的刺刀之下。
老人所说的日本人是多次来琼搜集日
军侵琼证据的日本学者佐藤正人。

为了纪录这段历史，曹靖在退
休后回到村子，开始收集幸存者的
口述资料，并收集成册——《日本法
西斯“三光”政策罪行录》。

1990年代曹靖也曾想过对日本
政府提起诉讼，但当他拿着自己整理
的材料找到琼海市法院和政府有关
人员时，却因种种原因被退了回去。

“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提
起诉讼。”由于缺乏法律人士支持和
资金支撑，曹靖最终放弃诉讼尝试。

万宁月塘村：
书信提出赔偿诉求无果

“虽然村里的年轻人都知晓那
段历史，但是随着幸存的老人陆续
去世，对于那时候的事，大家说得是
越来越少了。”自1990年代开始，万
宁市万城镇月塘村村民朱振华开始
意识到，随着岁月的推移，年轻人会
渐渐忘却那段村庄曾经被日军血洗
的耻辱历史。1994年开始，朱振华
便陆续走访村里的幸存者，记录了
近60名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的回

忆，收集成《血和泪的记录》。
1945年5月2日上午，月塘村

有223名村民遭到日军的屠杀，190
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再也无法醒来。
老人们回忆，那天下午，日军撤退后，
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死难者的鲜
血，被雨水冲刷汇聚，流进村里的两
口大水塘中，染红了整个水塘。

1994年，在朱振华的牵头下，
月塘村村民们向日本政府提出赔
偿诉求，要求日本政府针对当年日
军对月塘村村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向
国际社会进行公开道歉，向幸存者、
死者家属赔偿损失，并在月塘村建
立一座死难者纪念馆。“当时我向日
本的内务大臣、外交大臣等寄去了
赔偿请愿书，但只有一个人给我回
了信，答说他们并不知晓这个事
情。”在这20年里，朱振华屡次向日
本政府提出赔偿诉求，却一直没有
回应。“等这本书完成后，我们就准
备联名起诉日本政府，要求他们进
行赔偿。”朱振华从包里掏出打印订
成册的《血和泪的记录》，“当年日军
对我们村造成的伤害，必须要有所
道歉！那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
佐藤正人先生也要给我们介绍律师
免费帮助我们打官司。”

朱振华所提到的佐藤正人，是
研究日军侵琼历史的著名日本学
者。他多年来数次到访海南，走访
曾经受害的村庄。早在2001年，
海南慰安妇赴日诉讼时，佐藤正人
就与同伴一起到现场支持。现在，
邢锋和朱振华的诉讼准备工作都
获得他的支持。

“我们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来支
持这次诉讼，比如遇害者名单，这是
最直接、最强有力的证据，希望号召
所有有意愿赴日诉讼的人都尽量将
名单落实，这样才能在道德上让日
本政府一败涂地。”佐藤正人的日语
翻译邢越说，幸存者越来越少，时间
就越来越紧迫，必须赶在历史的车

轮前给他们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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